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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第七章 亚洲的区域流转和可持续网络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引发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再造了我们的近代史的视角。像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北美贸易自由协议、以及东盟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区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去领土化的力量和民族主义的领土界限之间的过渡区域。对市场和资源的渴求驱使着企业。非营利性机构也正在寻找和创造新的跨国活动领域，而他们的数量在过去的二十有了惊人的增长。[footnoteRef:1]但与此同时，其他的考量仍然倾向于把跨国推动力限制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更为熟悉的区域。 [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a Legarde)，仅仅二十年间，“这些联合国关联组织的数量就从700增长到接近4000”。“二十一世的新多边主义：理查德∙丁布莱比演讲”（“A New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Richard Dimbleby Lecture” ）伦敦，2014年2月3日（London, February 3, 2014）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020314.htm   同时参见凯琳∙ T∙李特芬（ Karen T. Litfin）,“世界环保政治中的主权”（ “Sovereignty in World Ecopolitics”），梅尔申国际研究评论（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第41卷第二期 (1997年11月), 167-204页; 177页; 以及维基百科的“非政府组织”词条：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governmental_organization.   
] 

     让我们回想一下，亚洲在地图上的展现其实并不代表其自然和文化的统一。事实上，亚洲在古代仅仅是希腊世界以东地区的代称。但这不意味那里不存在扩展和连接区域不同部分的帝国或是活动网络。今天，以东盟为中心的亚洲尽管不是唯一，却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区域之一，而亚洲社会和国家则围绕此区域联接成一个整体。这些联接网络唤起了流转的历史形式，而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的这种流转的显著性不是消失不见，就是被国家历史的中心主义所边缘化。
     在这一章中，我要讨论一些产生海洋亚洲流转的历史网络的作用。接着，我会对围绕东盟复兴的活动对于亚洲主要经济体和社会，尤其是对中国、日本、印度的意义做一番评估。这些活动已经在经济领域创造了重要的互相依赖，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复苏了交换与流动。但它们也暴露了资源控制和移民劳工的一些问题，而区域内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紧张又加剧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一区域不但面临着绝佳的机会，也面对着同样有力地挑战。
跨国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发展还可以通过互相依赖克服国家狭隘主义，而且解决区域公共资源——水、空气、森林和环境的可持续问题也需要跨国合作。在最后一部分，我还会考虑新兴网络正在如何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的——即使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以及对霸权的追求仍然是一个新的普世主义世界格局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空间、领土、网络、和区域
这一章节着重讨论区域形成的过程及其对跨国活动和合作的重要性。在此，我要区分区域形成和区域主义。区域形成是指在现代和前现代的网络、群体和机构开展的活动。这一活动围绕着贸易、劳工、宗教以及其他一些活动，并遵循着已有地理、地缘政治和地缘科技（geo-technology）的路径展开。而区域主义是指对一个现代跨国政治化实体的自觉创造，例如欧盟、大东亚共荣圈和以及东盟经济共同体。它对于构成它的民族国家而言拥有不同程度的主权。虽然我对区域形成更感兴趣，但区域主义通常与区域形成交织在一起。
我们可以运用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著名的空间理论来理解“区域”这一概念。他的经典研究显示了像资本主义这样强大的系统如何产生他们所要求的那种空间。[footnoteRef:2]这些空间由一些可以被产权抽象化、标准化、交换和保障的关系所组成。在资本主义空间内，像土地和水这样生产的自然要素成为了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区域主义甚至区域形成在一个时期内都倾向于遵循空间生产的主导或霸权模式。在二十世纪期间，大规模生产社会空间的范式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建立在领土上的民族国家。 [2:  亨利∙列斐伏尔（Lefebvre, Henri）著，唐纳德 ∙尼科拉森—史密斯（译）《空间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Space）牛津：布莱克威尔，1992年。] 

国家的空间和上述空间往往又是连续的。民族国家不仅通过保障产权，还通过试图将其民众均质化来授权这种空间。这种均质化的民众超越一切的忠诚不再指向实在的社区或生活世界，而是通过民族国家指向民族群体。当然，民族国家的这种均质化趋势又可以在嵌入形成（nested formation）中得以复制。这种嵌入形式中形成的横向身份又表现于理论上基于主权民族国家的社团、省份、语言群体等。在国家的空间模型中，有一种使文化和政治权威相一致的尝试。
当然，这种尝试也造成了国家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紧张。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边界主权可以限制资本主义去领土化的诉求。我在这里简单复述一下“国家形式”的历史。民族国家体系本身代表了一种前全球化——一种认知上的全球化。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竞争全球资源的制度化力量的规范与方法的全球化。但那时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主义尚不自知。为了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伸张主权并采取行动，民族国家的制度系统性地误认了其全球性的起源和内嵌性。
在后冷战时代，跨国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与日俱增的共谋意味着后者无法保护其领土内社群和自然世界的利益。不仅许多国家机构不再促进公共服务和保护公共资源，而且利益驱动的经济全球化还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破坏，而仅靠国家政策并不能够解决这类环境破坏的问题。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互相依存要求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新来源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
而另一方面，领土国家主义和社区之间日渐松散的关系——或者说是政治权威和文化之间的非一致性——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如果非领土的国家主义也为了追求新自由资本主义召唤和引入文化——例如离散族群（diaspora）中的印度性和中国性。与此同时，相对远离民族主义并且反对不可持续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的网络，在当今这个时代正在不断涌现之中。人们容易低估这些网络的能耐，尤其是因为它们作为公民社会的网络所缺乏的强有力的制度和领土权力。他们在每一次成功的背后或许都遭遇过几次失败。但他们不仅取得了道德高地，还动员了献身和牺牲、知识和透明的无形力量。或许这是我们所知的关于超越的往来最为有趣的案例。
当代网络理论，尤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为流转历史的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持，而流转历史不仅与正在加速变化和迁移的当今时代息息相关——这与社会科学的稳定结构和系统截然相反，而且还阐明了早期的流转网络——例如传播印度教、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尤其是东南亚的伊斯兰教）的那些网络——可能是如何展开的。为此，让我先简短地介绍一下如何就我们的目的来运用这些思想。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世界上的发展取决于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连接网(web of connection)。这张网包含了用以达成某些目的（从将饭菜摆上桌面到将火箭送上太空)而招募、引入、组装的事物。人类行动者既是行动主体又是客体，正如事物——或是思想和历史——可以具有能动性：思想可以反制个体，动物可以反叛人类，技术可以主动对人产生副作用（试想萨特的“反结局”）。拉图尔认为这些网络并不可见或是被思想体系所遮掩（他将此称为“现代性宪章”，即Modern Constitution），因为他们违反了制度性秩序产生的合法原则。[footnoteRef:3] [3: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著）,凯瑟琳∙波特（Catherine Porter）(译)，《我们从没有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麻省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又参见拉图尔, 《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入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 

    哲学上，这一论点和本研究的观点一致，都反对一种强烈的主体-客体两分，无论这种两分的主体是享有主权的神、人或是国家。对网络活动关注——无论这些活动是否具有僭越性——都聚焦于微小的“文化性”转型产生作用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通常被大写文化和制度性过程所模糊和误认。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是流转历史的有效载体，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穿越不同的领土、制度、意识形态上的边界，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可以是多维度而他们的网状形式又可以产生意料之外的联盟的结果。
    历史上，在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网络承担了区域构成的角色。它们不仅流转各种材料、技术、物种和思想，还引入其他异域网络的网络。当现代的空间生产取得霸权之后，这些网络自身在很多方面就被资本主义和领土的组织性系统所招募。但这些网络中的一部分继续维持着他们跨边界和多维度的特征。在当下这个四通八达的时代，网络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帝国区域主义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区域形成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以帝国主义为中介的。大英帝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主导了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亚洲。在那时，几个亚洲海洋贸易的历史网络能够适应这种帝国主义并扩张他们的运作。到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无论是为了获取资源、市场，还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需求，民族主义都开始驱动帝国主义，从而使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能够更有效地竞争 。这就造成了帝国和他们殖民地或附属疆域之间一种复杂的关系，而帝国则设法将这种关系发展成帝国领域。[footnoteRef:4] [4: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项目，神话与现实》（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 Myth, Reality）, 堪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102页；以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纽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年: 152–53页. 按理说，即使在二战后，冷战期间，为了取得全球资源建立起来的政治机制也是民族性的帝国主义或是民族性的强权为了对其下级民族国家实行霸权的方式。 ] 

     先看十九世纪。殖民帝国尤其是大英帝国在亚洲创造了重要的区域性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在作为亚洲贸易港口和金融中心的一些城市（或腹地) ——亚丁（Aden）、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上海——之间产生了一种加强旧关系和生成新联系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殖民时代亚洲贸易的研究是独立于亚洲或印度洋前殖民时代的海洋贸易研究开展的。后者不仅数量可观，且质量不俗。因此，后者对前者的叙述难免多有偏颇。也许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十九世纪殖民国家在金融、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已经完全臣服甚至完全消灭了这些网络。这似乎就是柏克(Boeke)和其他人在“双重经济”模型中所作的假设。但近期关于印度洋——沿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个叙述的错误。
     至少自从十三世纪以来，从红海到南中国海的海洋区域就代表了一种贸易路径的联通体系。从十五世纪开始，这些路径最重要的交汇处就是马六甲这一全球性港口城市。季风将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带到了那里。在马六甲，这些商人在返航前等待着季风转向和来自中华帝国以及东部地区的货物。在众多商人中，中国、印度、犹太以及阿拉伯等商人的网络，利用他们尖端的信贷支付机制和贸易技术，使得跨印度洋沿岸从桑给巴尔（Zanzibar）到中国的大宗货物和远期转口贸易成为可能。[footnoteRef:5] [5:  拉贾K 雷（Rajat K Ray）, “欧洲扩张时代的亚洲资本：市集的兴起，1800-1914“（“Asian Capital in the Age of European Expansion: The Rise of the Bazaar, 1800-1914”），《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 29卷第三期 (1995年) 449-554页; 464页, 472页; 简内特∙李普曼∙阿布-卢得霍德（Janet Lippman Abu Lughod），十三世纪的世界体系：死路或是先驱？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Dead-end or Precursor?”）收入美国历史学会丛书，《全球与比较史文集》（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eries, Essays o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迈克尔∙阿达斯（编），华盛顿特区：美国历史学会，1993年，9-11页. 关于前殖民指代的亚洲网络，又见K N 夏独立（K N Chaudhuri）的鸿篇巨制《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兴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与文明》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根据拉贾克雷（Rajat K. Ray），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虽然亚洲网络毫无疑问地臣服于殖民贸易和强权，但中国、印度、巴格达犹太社区更古老的网络还是掌握了远距离信贷网络以及可在多个国家操作的协商性金融工具，这使得这些网络在某些空间中得以适应和扩张。他们的商业运作使他们在欧洲世界的银行企业和亚洲的小商贩零售市场之间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流动着的亚洲商业团体提供金融和营销服务，欧洲资本根本无法渗透到亚洲内陆地区。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这些网络不仅扩张到非洲和东南亚的低纬度地区，而且还崛起成为能够将殖民地的三重经济整合成民族和后民族经济的现代亚洲工商业阶层。[footnoteRef:6] [6:  Ray, 同书, 553. 又见苏哥多·博斯（Sugata Bose） 《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在东亚这边， 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已经对前殖民时期海洋网络和现代亚洲网络之间的多重连接和转移展开了独具匠心的研究。到了清代，中华帝国朝贡体系已经成为基于中国价格结构之上的商业交易的框架。通过使用作为贸易结算媒介的银子，整个朝贡贸易区域松散地整合在了一起。朝贡贸易也成为组织区域内更广阔贸易网络的枢纽。所以，像暹罗和和南中国之间这样的私人贸易就因为来自朝贡使团的利润而猛增，而且当地区内的贸易下降时，南中国的商人还可以转而与其他的朝贡任务开展贸易，比方说从琉球到长崎的使团。朝贡贸易还将欧洲贸易和东亚贸易联系起来。虽然朝贡体系似乎是一种排他的政治关系，但现实中它也体现了由帝国性的中国朝贡区域内几个不同国家组成的一种松散监管体系下的贸易机会。[footnoteRef:7] 滨下不仅展示了欧洲主导的模式是如何利用更古老的亚洲贸易网络的，他最近还提出了他称之为“交叉网络”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中国与印度海外金融集团。[footnoteRef:8]虽然日本的征服以及对此类贸易控制与局部接管为区域一体化创造了新机会，但它在其存在的短时间内的结果却是破坏多过促进。 [7:  滨下武志，“朝贡贸易和现代亚洲” ，收入《日本工业化与亚洲经济》（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sian Economy），约翰∙拉桑与川胜平太（编）（John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伦敦：鲁特里奇出版社,1994年]  [8:  滨下武志，“印度与中国相互交叉的网络：侨汇体系的比较研究”（交差するインド系ネットワークと華人系ネットワーク：本国送金システムの比較検討），收入《当代南亚6：世界体系与网络》（現代南アジア６：世界システムとネットワーク），东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39-274页] 

让我们接下来再看看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区域主义。在这一时期。民族帝国主义寻求发展一种区域性的或是（地理上分散的）集团式构成，以求通过推进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来使帝国获取全球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优势。这里他们寻求建立共同的标准、测量、货币来促进跨区域的——即使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体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对美国的负债以及它相对于其他帝国日益衰落的竞争力，令其将帝国偏好的原则和英镑区强加在其殖民地和附属国头上。但与此同时，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开始更多地要求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待遇。因此，帝国主义者着手建立经济集团，并承诺给予集团内的殖民地和下属领地以自治及其它让步，有时甚至允许他们建立名义上主权的民族国家，尽管这些殖民地和下属领地在军事上仍然受制于宗主国。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反映了一种对于边缘区域战略上的重新定位，使其成为帝国获取全球性的霸权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正如阿尔伯特‧勒布伦（Albert Lebrun）在一战后所宣称，当下的目标乃是“将偏远地区的法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使他们的力往一处使，从而获得互利互惠的优势。”[footnoteRef:9] [9:  引自 D.布鲁斯∙马绍尔（D. Bruce Marshall），《法国殖民神话与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制定》（The French Colonial Myth and Constitution-Making in the Fourth Republic ），康尼特卡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44页] 


但比起老牌帝国，像日本、美国、和苏联这样的新兴帝国被证明更能转向民族国家的区域帝国主义模式。随着对殖民地或附属领土内的资源与社会动员需求的与日俱增，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更有效的做法是在区域内建设以现代和间接控制的制度。目标是通过主导这些地方像银行、运输基建和政治制度这样的动员制度来控制它们，而这些机构又是以宗主国的机构为原型构建的（例如立法会、训政机关以及像共产党和满洲国的协和会（the Concordia）这样的政党）。简而言之，与殖民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不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主义考虑的是制度和身份的现代化。即使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伴随着军事-政治上统治的现实，但他们通常还是信奉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有时还包括反殖民的意识形态。

      为了与英法两国竞争，德国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就已经一直寻求在中欧和东欧建立一个区域性集团。[footnoteRef:10]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趋势又加速了。德国在战前的商业影响于1938年达到顶峰。那时不仅奥地利被并入德意志第三帝国，而且希特勒还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汉娜‧阿伦特认为泛日耳曼运动（以及俄国的泛斯拉夫运动）是“大陆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因此，后来的民族主义者也都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运动来建立他们的帝国。[footnoteRef:11] 在欧洲，建立在实质上的德国傀儡国或是设有德国军事总督的国家之上的德国经济“新秩序”既是为了支援德国的战争行动。不过，那时存在着围绕繁荣的德国建立一个与中欧和被占领的苏联西部的新兴工业综合体相连的经济区的计划。然而，这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仍旧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德国的愿景。我们应该警惕将它看成是欧盟的前身。这个德国计划从几种意义上来说都不过是一个流产了的新帝国主义。[footnoteRef:12] [10:  巴里•埃森格林与杰弗里·A.弗兰克尔，“经济区域主义：来自二十世纪两段插曲的证据”（“Economic Regionalism: Evidence from Two Twentieth-Century Episodes”）， 《北美经济与金融期刊》（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第六卷第二期，97页。]  [11:  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222–223页。 这种宗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授以德国人吞并和统治属于其他国家的地区的权利。与此同时，纳粹种族主义将如此一大批人排除在外，以至于连反帝国主义或文化团结的修辞也变得不可能。]  [12:  参见 理查德·欧维里（Richard Overy）, “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World Trade and World Economy）, 收入《牛津二次世界大战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ed. Ian C. B. Dear and M. R. D. Foo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从傀儡国满洲国（1932-45）的成立开始，日本经济集团的构想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发展成“东亚联盟 （Tōa renmei）”和“东亚共同体（Tōa kyōdōtai）”，以及更晚的“大东亚经济共荣圈（Dai-Tōa Kyōeiken）”。满洲国标志着日本帝国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1931年之后的韩国和台湾的工业化和发展最密集的阶段也崛起成为围绕满洲国战略性自给自足计划的一部分。韩国和台湾在工业化、教育和其他层面的发展起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随着日本对中国在1937年的入侵而加速。日本战争时期的帝国和德国“新秩序”相类似：整个占领区都从属于日本的战争需求，而日本的战败则代表了新帝国主义的失败。

那时，这种帝国区域主义的形式是以一种不可持续的紧张状态为特征的。它致力于创建一个类似于民族国家的共同的空间，该空间近乎于一个将创造全球性竞争区域的好处和痛处散布开来，但两者不均匀地散布于整体。出于同样的原因，帝国—民族性区域通常被持续不断地民族主义偏见所分裂，而这些偏见发轫于早期和国家建立的同步过程中，特别是在帝国宗主国内部。换而言之，当帝国民族主义寻求创建一个互相依赖有互相合作的地区之时，帝国的民族利益却使得该区域不可持续。

那么这种帝国主义区域的空间构成又如何呢？虽然区域内绝大多数的附属国家和殖民地绝没有和资本主义城市中心相融合，但他们中的很多社会都建设了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基础结构——包括度量衡的标准化，货币的统一化，以及实体的和教育的基础设施，无论在殖民地内部还是跨殖民地。这种整合是由殖民国家和都市的资本家和亚洲商人联袂展开的一个双重的、互动的过程，而其中的亚洲商人即是上文所说的那些依靠汇票、期票和其他议价工具（例如中国的股和南亚的hundis）主导当地金融市场的人 。正如滨下武志所说的，作为殖民城市的新加坡和香港不仅是中国和印度资金转账和汇款的网络交汇处，它们的资源还成为了一个与西方主导的银行业相融合的广阔的区域金融市场的一部分。[footnoteRef:13] 但如果亚洲人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实践变得互联互通，那么它又是如何在区域表述中反映出来的呢？ [13:  Hamashita Takeshi, “Kōsa suru Indokei nettowaku to Kajinkei nettowaku,  261-267] 


亚洲的反帝国主义的区域计划

当英日两国为巩固他们在亚洲的帝国而试图创造各自自足互相依赖的区域之时，伴随亚洲民族主义而生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却在寻求建立一种替代性的区域概念。这些倡导“另一种亚洲（Other Asia)”的知识人引发了他们社会之间更早的联系，但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对亚洲的概念化本身即是以当代帝国主义技术和区域融合模式为前提的。

这些亚洲人中关于亚洲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场富有启发性的文化运动来表现的。这里我要回顾三位知识人的努力：冈仓天心、泰戈尔和章太炎，因为在日本军方出于帝国目的攫取这一概念之前，亚洲主义主要还是一项思想和文化上的成果。冈仓天心或称冈仓觉三最为人知的或许就是他写于1901年（出版于1903年）的《东洋的理想，特以日本艺术而言》的开篇首句：“亚洲是一个整体。”[footnoteRef:14]冈仓不仅对中国艺术和文化有着极其渊博的知识，而且与像泰戈尔和阿南达‧库尔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这样的南亚的亚洲主义者，以及像欧内斯特‧费内罗萨(Ernest Fenellosa)美国艺术行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将亚洲艺术打造成一种适于博物馆和艺术市场的正当可行的高等艺术门类，冈仓或许比其他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14:  Okakura Tenshin,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s of Japan  (Tokyo, ICG Muse  2002)
] 


冈仓正是通过他关于伟大的中国和印度文明艺术以及同等重要的佛教美学价值的概念理解到了亚洲理想的统一。他认为，这种统一性早在蒙古人和他们继任者的劫掠之前就居于支配地位。但即使是在清晰阐述亚洲理想的同时，他也不忘为日本在西方文明世界中开拓出一席之地，使其成为衰落的亚洲的继承者与领导者。冈仓把日本理解成幸存者和领导者。“所以日本是一间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但又超越了一间博物馆，因为其种族独一无二的天才使它能够详述过往理想的所有阶段，并以鲜活的不二论（Advaitism）的精神，在欢迎新事物的同时保有旧事物。[footnoteRef:15] 奈良的寺庙即体现了唐朝的伟大艺术，而更久远的商朝手工艺的影响在日本也能找得到。 [15:  Ibid, 7-8.]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冈仓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而冈仓还在印度逗留了许久。当他把中国和日本文化介绍给泰戈尔位于约拿桑戈（Jorasankho）的家中完全着迷了的小圈子之时，他也对印度的艺术和文化也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们两人也都追求过基于自己理想的生活。当大多数受西方教育的绅士们都选择奉西方为圭臬之时，泰戈尔和仓冈甚至都还身着属于他们历史文化的服饰。因此，当冈仓游览阿旋陀（Ajanta）石窟时，他穿着印度男性的传统服饰陶迪（dhoti），而泰戈尔也经常头戴他第一拜访中国时别人赠给他的道士冠。当然，我们也还不要忘了，他们之所以对亚洲文化如此推崇，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极为渊博而且对西方的艺术造诣颇深。此外，他们的友谊也时有龃龉。这一方面是因为仓冈不能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预设以及对印度落后的想象，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很多从未见过东亚人的印度人眼中，他即使不是嘲笑也是异域猎奇的对象，尤其对于他东亚人的传统服饰。[footnoteRef:16] [16:  Rustom Bharucha, Another Asia: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Okakura Tensh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hi, 2006; 同时参见 Mark Ravinder Frost ‘That great ocean of idealism’: Calcutta, the Tagore circle and the idea of Asia, 1900 – 1920 NALANDA-SRIWIJAYA CENTR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 (June 2011) p 8, 22   http://nsc.iseas.edu.sg/documents/working_papers /nscwps003.pdf
] 


有些人在仓冈对待更古老的亚洲社会的家长式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日本东方主义的形式——在我看来是这一种非历史流派的冲动。在世纪之交，日本的泛亚洲主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流派，其中既包括帝国主义流派,也包括对备受侵略性的文化剥削和伤害的亚洲同胞抱有平均主义和同情心的流派。与此同时，泛亚洲主义也培育了一种以日本为亚洲领袖的深刻主张，以及一种将亚洲人从他们衰落的处境中拯救出来的自命的责任。冈仓将日本视为可以展示亚洲所有不同文明的厅堂或是博物馆以及成就者。当然，这种成就作用可以轻而易举转换成对于成就对象的优势以及对其的工具化。正是这种倾向——或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感觉的结构”——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赋予其领导亚洲人的使命。事实上，正如众所周知的，正是泛亚洲主义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臣服注定了它在二十世纪的未来。
章太炎或章炳麟被广泛认为是晚清和民国初年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伟大的作家鲁迅不仅毫无疑问地持此这一观点，还把自己看作是章太炎一辈子的学生。很多人认为章太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一方面，在暴力反满洲革命观点上，他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深刻的人道主义者和饱学之士——他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学家，还作为唯识宗的修行者广泛涉猎了佛教哲学，尤其是瑜伽行派或是唯识宗的佛学（或者是vijnapati matra)。[footnoteRef:17] [17: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Brill, Leiden 2011. Pp 112-115. ] 

章太炎在他因为革命活动而身陷囹圄的那些年（1903-6）里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较他年轻的同事邹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宣称，正是对佛教哲学的贪婪阅读才使自己得以幸存下来。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位特立独行者的前后矛盾之处，但我们可以指出，正是阿赖耶（藏识）的思考方式允许按照时下的需要选取不同层次的意识和投入。这种哲学可以使一个人在思考时完全不必坚持伦理的一致性原则。
出狱之后，章太炎在日本信奉了让亚洲从帝国主义中获得自由的事业。在那里，他出席了印度的自由斗士们纪念曾与莫卧尔王朝作战的马拉塔武士希瓦吉（Shivaji）诞辰的集会。据说，他为在1907年左右在东京创建的亚洲合亲会（Asian Solidarity Society）撰写了宣言。该宣言开头是这样说的：
亚洲诸国，印度有释迦商羯罗之教；支那有孔、墨、老、庄、杨子之学；延及波刺斯国，犹有尊事光明，如闍逻斯托逻者：种族自尊，无或陵犯……侵略之事既少，唯被服仁义者尊焉。百馀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非独政权兵力，浸见缩朒，其人种亦稍稍自卑。学术既衰，为功利是务。[footnoteRef:18] [18:  章太炎 (1907), “亚洲和亲会约章”，章太炎选集: 注释本, 朱维铮、姜义华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428页。
] 

章太炎的亚洲主义不仅出自于他虔诚的佛教价值观，还源自于他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他把当下的威胁看作是一种崇尚武力的文化对于和平的农耕社会的威胁。和仓冈一样，他也致力于和平的终极价值，但他同时也认为，为了与帝国主义力量斗争，有必要根据西方模型创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泛亚洲主义概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只有泰戈尔反对这一立场。泰戈尔对民族主义深恶厌绝。针对日本民族主义，他写道：“我已经看到在日本全体人民都自愿服从政府对他们头脑的操控以及对其自由的限制…人们带着欣喜和自豪接受了这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奴役，因为他们急切地想要把他们自己变成一部可称之为‘国家’的权力机器，并在他们集体的世俗生活中模仿其他权力机器。”[footnoteRef:19] 泰戈尔的泛亚洲主义受到他在中国的私人友谊的深刻影响，但即使在中国，在他1929年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中，因其观点他还是受到了左派知识人和国民党的严重抨击。[footnoteRef:20] 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祖国印度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也深感心灰意冷。在那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掌控了他曾经一度支持的“自给自足运动（the Swadeshi movement) ”。他们与日俱增的狭隘性——例如表现在他们烧毁每一片外国布料的目标中——也已经开始影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19:  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in the West” in Nationalism with an Introduciton by Ramachandra Guha, Penguin, New Delhi, 2009 pp33-63.  p49.]  [20: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23-324.] 


泰戈尔竭力奉行且渴望在圣地尼克坦（Santinikentan）实现的是从亚洲传统中汲取的另一种普世主义。根据萨兰英吉拉纳特‧泰戈尔（Saranindranath Tagore），泰戈尔的哲学教育既高于抽象无生命的理性主义也高于暴力的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他相信，理性只有在基本认同一个世代相传的传统之后才能出现。教育必须培养出追寻理性的态度，从而通过承认人类的潜在统一性来弥补上的差异。[footnoteRef:21] 圣地尼克坦最伟大的希望之一是通过中国学者谭云山开创的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 或`China Hall）来实现的。谭云山的子女，尤其是谭中，现在仍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大使。在这些人中，泰戈尔自己的亲戚也是把中国艺术和学问介绍到印度的先锋。  [21:  Saranindranath Tagore “Postmodernism and Education: A Tagorean Interven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agore’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 conference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Amita Sen, Kolkata, March 29-30, 2006. 同时参见 Saranindranath Tagore, “Tagore’s Conception of Cosmopolitanism: A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vol 77.4, Fall 2008, 1071-1084] 

泰戈尔从不二论或一元哲学传统中习得的普世主义像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这样的不同传统下的当代思想家有着出乎意料的相似。泰戈尔对差异的接受使其能够奉行理性的普适性，这类似于哈贝马斯产生于不同集团和社群对不同价值观主张协商的沟通理性。但如同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泰戈尔的教育哲学无力反抗强权。在泰戈尔的案例中，这种强权表现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力量以及与之联盟的意识形态上。沟通行为和教育的逻辑并不是社会唯一的或主导的逻辑——权力逻辑通常会通过社群的具体化表达（例如在民族主义或教派化的宗教中）为这一讨论设定框架。在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尽管泰戈尔本人备受推崇，但他在圣地尼克坦的普世教育项目却遭到了忽视，并被一种竞争性的民族主义的专断所边缘化。
通过上述简短的介绍，我们已经看到这三位亚洲主要的思想家是如何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则构想出亚洲的统一性的。他们关于共同的历史和宗教的文化思想可能促使过亚洲主义者去思考原初的亚洲价值。这一共同的文化有时被构想成在外来侵略者到达之前和平共处和频繁互动的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我们也要注意，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关于亚洲的概念是如何将中东和中亚的社会排除在外，并将这些社会视为是他们那些社会的外来入侵者的。尽管如此，正如几位学者所表明的，泛亚洲主义在中东也是一个重要的潮流，特别是他们向外寻求盟友，尤其是日本，以图抵抗西方的帝国主义之时。事实上，泰戈尔在1932年对伊朗为期四周的访问也许是他亚洲访问中最成功的访问之一，那时，他和他的东道主还试图突出印度-伊朗之间的文化纽带。[footnoteRef:22]总的来说，我们上述考虑的这三位思想家为了找到替代西方主导性文明叙述的价值观，都在寻找着崭新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文化反帝国主义的开创者和亚洲普世价值的阐述者。 [22: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006. 260-265.
] 

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是他们生活在的那些政治社会所能以承受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在泛亚洲主义中所见的关于种族、文化、反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都意味着一种同主流的民族主义之间致命性的密切关系。在仓冈的例子中，泛亚洲主义轻而易取地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吸纳；在章太炎的例子中，民族主义因为局势的缘故占据了优势；在泰戈尔的例子中，他所处时代的民族主义使他所树立思想和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时代。
这些思想家所抱的亚洲愿景并非基于不同国家民众的实际互动交往——虽然这样的互动交往在当时并不少见——而是基于一种以西方文明的观念为镜像而形成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抽象的和本质化的观念。正如对一个种族和宗教卓越成就的赞颂——除去特定的阶层和地区之外——起到了促进“他者”的统治事业的作用。因此，亚洲文明的想法也同样地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劫持。

二战后的亚洲
冷战后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控制着两个阵营的是掌握着核武器并试图统领其余发展中和去殖民国家的两个超级大国。这种划分可以被视为一种超地区主义。事实上，虽然当这两个阵营或集团代表了包括不接壤国家在内的跨领土空间，但位于每个阵营核心的东欧和西欧国家毗邻性，又为随后地区主义在欧洲内部的发展起到了踏板的作用。我们在亚洲也看到了这一趋势。在这里，中央条约组织（CENT，1955-79）、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1955-77）和东盟（ASEAN,1967）内部的国家间的区域互动得以促进，而这些组织基本上都属于国家间的安全联盟。日本在越战期间及战后培养亚洲市场的努力也为后来的一体化创造了经济和文化基础。冷战之后，与欧洲社群不同，为了服务于国家而设立的东盟不仅吸纳了东南亚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变得更注重于服务地区的经济需求。[footnoteRef:23] 此外，像香港这样作为两个阵营之间交流渠道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地方则得以强化更早的区域间——尤其是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链接，并从中获益匪浅。[footnoteRef:24] [23:  Muthiah Alagappa (1998).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4:  Prasenjit Duara, “Hong Kong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East Asia 1941-1966” in David Goodman & Bryna Goodman eds, Twentieth Century Colonialism and China: Localities, the Everyday, and the World Routledge, London.  2012  pp197-211
] 

冷战早期另一场创造区域共同体的努力是主要在亚洲的不联盟国家的运动，尽管运动也包括了非洲国家。这场运动在日俄战争拉开泛亚洲主义序幕五十年之后，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上达到了顶峰。来自于二十九个新成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场会议。会议旨在表达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团结一致并推动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合作。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会议中的关键参与国。会议最终导致了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一支范围更广的第三第三世界力量。参与国宣誓和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即在冷战期间既不和美国也不和苏联结盟。然而，这些不结盟国家内部却产生了冲突，例如1962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破坏了万隆会议的团结精神。无论如何，这些不结盟国家在他们的经济战略上也倾向于国家的自给自足——进一步远离了区域性联结。
因此，总而言之，尽管后冷战区域主义的重要基础可以在冷战本身中找到，两个阵营中的亚洲国家的经济活力更多的是流向了国家和超区域组合，而不是区域本身。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致性也开始导向了这两个端点。
冷战后的历史情境通常是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当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当然也还没有消失；但他们已经与跨国资本建立了一种新联系。在这次重构中，地区主义明显地得以强化并成为资本主义的去边疆力量和国家主义的领土界限之间的过渡区域。和冷战时期不同，当代的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3，+6；即东亚峰会）更主要的是以经济而非安全为基础的区域主义。此外，这些区域中的大多数都未受到一个帝国力量或霸权压倒性的控制。
在东亚和东南亚内部以及最近在印度，主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亚洲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经显著地增加了。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曾在帝国主义主导的贸易下稳步增长，但在二战结束后却陡然衰退。[footnoteRef:25]区域内的贸易在八十年代开始有所起色，但正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共同危机带来的震动——才似乎让国家意识到区域网络的现实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到合作上。今天，比起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亚洲发展银行（ADB）所称的包括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香港、和台湾在内 “整合中的亚洲”有超过50%的贸易都在其内部进行，而这一比例在八十年代只有33%。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在跟踪中的十六个亚洲经济体的六个主要依赖度指标在过去的十年里都已经得到显著的提高。[footnoteRef:26] [25:  Peter A Petri, “Is East Asia becoming more interdependent?” Paper prepared for session on European and Asian Integration: Trade and Money Issu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Jan 8 2005, Boston, MA. 11-14.]  [26:  Emerging Asian Regionalism: A Partnership for Shared Prosperit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2008.  70, 97-98
] 

贸易增长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经济体对一个区域性的供应链生产网络的参与。生产被分解成更小的步骤，而每一个部分都委派给了最有成本效益的生产者。因此，举例来说，一个中国生产或组装电子产品可以使用来自台湾的硬件和来自于印度的软件。事实上，新的信息交流技术和开放的市场促成了许多此类垂直一体化生产。以此同时，大批量此类产品的生产都是为了欧洲和北美的消费。当下的消费危机很可能导致这些产品在亚洲的进一步市场深化。近年来，东盟正在与东亚的每一个国家以及印度建立自由贸易协议。以贸易量计，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创造了第三大的共同市场。虽然东盟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量显著较低，但也以每年27%的复合增长率发展，且随着2009年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进一步加速。[footnoteRef:27] [27:  参见 “Cabinet nod for Asean FTA” Times of India, July 25, 2009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Cabinet-nod-for-Asean-FTA/articleshow/4818081.cms .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参见Collin Spears “SINO + ASEAN = East Asian Unification? Not Quite Part I” Brooks Foreign Policy Review, posted May 15, 2009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5050] 

较之于亚洲单个国家和西方经济体之间的金融一体化，亚洲内部的金融一体化水平相对还比较弱。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亚洲内产生的大量储蓄并没有有效地投资于区域内的项目。然而，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东盟+3国家外汇危机的情况下，各国签署了《清迈倡议》，以提供800亿美元的紧急流动资金。2009年，该基金增长至1200亿美元，其中日本和中国各自同意贡献1/3的资金，韩国将提供16%的资金而东盟则会提供了剩下的20%。[footnoteRef:28]在过去的几年里，其他几个国家也签订了类似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例如，印度和日本就已经签订了此类协议。为了应对韩元的大幅贬值，南韩分别和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28:  The Straits Times, Review and Forum, May 5, 2009.
] 

宏观变量的联动也显示了区域内宏观经济的互相依赖。比如，区域内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年移动平均值（moving average）相关性很强。该相关系数从危机前的0.07上升到了危机后的0.54。各国的价格波动也类似的方式相关联，而一个地方的价格震荡会以更大的强度传导至其他地方。随着宏观经济互相依赖的增长，管理这种依赖的需求就此出现。例如各国汇率需要监控和协调，这样各国中央银行才不会误伤他国。[footnoteRef:29] 在这一背景下，认识到亚洲内的经济互相依赖是减少亚洲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或许是唯一——的因素还是令人鼓舞的。[footnoteRef:30] [29:  参见 Benjamin E Goldsmith, “A Liberal Peace in Asi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 44 no 1, 2007; pp 5-27]  [30:  C. J. Wan-Ling Wee, “’We Asians’? Modernity, Visual Art Exhibitions, and East Asia” boundary 2 37, no. 1 (2010): 91–126.] 

在亚洲，一些迹象表明亚洲人对亚洲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们可以从区域内流转的游客数量增加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看到这一点。不仅亚洲艺术品的市场需求已经飙升，而且很多关于亚洲艺术的展览和展映而艺术家和策展人也在这些展出中实验着关于亚洲和艺术的新想法。这些展出通常有意识地与文化上统一的亚洲概念或是在前人——例如冈仓和难陀婆薮（Nand Lal Bose）——作品中盛行的具体化的民族文明保持距离。他们通常试图展现亚洲当代的城市的多文化的经验，强调异质性和文化的碰撞。[footnoteRef:31] 在大众层面，东亚电影、漫画、动漫、电视节目、食品、设计和联合领域（allied domain）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流转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文化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发展。 [31:  C. J. Wan-Ling Wee, “’We Asians’? Modernity, Visual Art Exhibitions, and East Asia” boundary 2 37, no. 1 (2010): 91–126.] 



亚洲的联系和挑战

当然，更多的互动产生一些问题。也许最能表现亚洲网络的新兴空间和复杂性质的就是区域内迁徙和居留（sojourning）的主题。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观察到远离国家生产空间的程度并探索空间生产新类型的可能性及其危险。随着全球化在过去二十五年不断深化，民族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向世界市场开放和流通的策略，尽管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为了工作和生计，人们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流动已经大为增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有3500万移民，印度有2000万，而菲律宾则有800万。来自移居地的海外汇款、文化价值观和风格，以及技术和专业知识，都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2001年，超过600万来自亚洲的移民在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和马来西亚这些发达经济体工作。[footnoteRef:32] [32:  Emerging Asian Regionalism, 225. See also http://www.scalabrini.asn.au/atlas] 

流转于亚洲内部精英移民和跨国移民是最近几十年来的新现象。他们预示着主要城市中亚洲专业人士的新文化。他们不但被嵌入在知识网络中，也被嵌入到商业网络中。这些人通常受过西方学术机构的训练，并在那里培养了职业文化道德观和人际网络。无论是在上海、班加罗尔、迪拜、新加坡或是香港，这些专业人士都是亚洲新兴全球性大都市文化形象中的重要元素。正如2008年在迪拜举行的“亚洲互引(Inter-Referencing Asia)”工作坊所指出的，“无论城市的大小，亚洲城市之间的人员、城市模式、文化形式的往来都在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随着这些城市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区域的内陆地区的链接不断增多，他们通过交流走廊和其他亚洲城市的链接也越发紧密。该工作坊把这些亚洲的或实际上亚洲间的城市视为是“超领土”大都会。造就这些大都市的不仅有国家资源，还有一整套全球和亚洲内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流动。[footnoteRef:33] 在新加坡被称为启奥城（Biopolis）的研究联合体以及它的姐妹机构启汇城(Fusionopolis)就是这一超领土性的经典例子。研究园区内以夜继日为亚洲生物技术公司工作的科学家，技术员和专业人士来自亚洲的各个部分（他们通常有西方的高等学历）。在这些规模巨大、状似商业中心的联合体中居于显著位置的是各种亚洲饮食便利店以及以举办动漫节为特色的多功能园区（omniplex），而建造和维持园区的工作则由其它亚洲国家来的移民工人来完成。 [33:  “Inter-Referencing Asia: Urban Experiments &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Workshop Directors, Aihwa Ong and Ananya Ro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Asian Connections” Dubai, UAE: February 21-23, 2008] 

我想评论的正是这种精英和工人阶级移民的新型关系。众所周知，许多亚洲国家正成功招揽他们的外流人才回国，使他们对祖国进行知识和资本上的投资。历史上，这种类型的移民和招揽都是罕见的。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移民主要都是劳工移民。他们大多数集中在种植业、矿业、基础建设业，但这些移民最终都在移民地社会找到了一席之地。这种移民发生的历史环境（matrix）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网络与制度所构成，无论这种现代民族国家是表现为帝国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谋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也会有一种紧张的状态。简单来说，当全球资本主义鼓励劳动力流动，民族国家为了回应其他的一系列利益却试图监管和控制这种流动，这些利益包括受影响的本国工人阶层和基于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民。去殖民化的民族国家变得和更早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一样限制移民人口。
从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紧张关系中收益最大损失也最大的劳动群体是首先在美国，后来在东南亚的华人社群。美国直到1942年才废除严格实行配额控制中国华人劳工移民的反亚裔法案。事实上，这种法律和管制的环境使得移民劳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牲人：主权和裸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和艾明如(Mae Ngai)的《不可能的主体》(The Impossible Subject)中所说的例外状态[footnoteRef:34] ——这些移民不得不为了微薄的工资做不称心的工作，但又没有权利，悬置于资本和国家之间，还常常悬置于民族国家的管辖权之间。当然，这些劳工中的许多人也能够在权力之间创造性地操纵他们的悬置，比如二十世纪早期大量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纸面儿子”（paper son）。[footnoteRef:35] [34: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e M.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5:  “纸面儿子”是那些使用假文件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的儿子的中国移民。参见Prasenjit Duara,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Capitalis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Migrant Chinese,” in Duara,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al 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9), ch. 7.] 

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近几十年的全球化是如何改变影响移民的制度环境的？正如我试图表明的，一个崭新的因素是大规模的高价值工作者也就是专业人士的流动。就一般印象而言，这似乎是受到全球经济中所谓的知识经济或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和生产的增长的影响。至于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亚洲人在亚洲区域内流传，仍旧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一个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士阶层的回归和跨国移民的确标志着制度环境的转变。过去即使在与之合作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仍旧致力于监管不受领土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和文化的流动，而如今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制度对这些要素流动的反对却显著减少。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向海外华人（华人和海归）以及印侨（non-resident Indians）的全球专业人士抛出橄榄枝，他们创造了一个无关领土的民族身份—炎黄子孙和印度徒（Hindutva)、印度人（Hindus），这和全球化和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匹配。直到最近为止，这一趋势还和国家从许多公共服务领域（例如教育和医保）的退出相一致。
另一方面，劳务移民已经延生到更多的社会，特别是在季节性行业和建筑业。这些劳务移民通常更多是短期逗留者。他们签订的是短期劳动合同，而且不被允许为移民地社会所吸纳。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经常遭到当局或是当地的包工头的虐待和剥削，比如最近发生在东南亚的罗兴亚人(the Rohingas)事件。此外，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情境，越来越多的妇女因被雇佣为家政工人、护士、艺人和妓女而短期逗留在异乡，而这反过来又重塑了亚洲各国的家庭。我们需要更多的注意到民族国家在监管和驱逐移民方面继续保有的权力和角色。民族国家继续控制着将他们强制遣返的特权。它不仅控制着他们的工作期限和身体，[footnoteRef:36] 而且能够满足本国工人选民的利益和民族主义者的利益。劳务移民可以充当重要的安全阀和替罪羊。 [36:  例如，在新加坡女性家政工人每六个月就要进行孕检和HIV测试。那些怀孕的工人通常会被解雇和驱逐。“Maid to Order: Ending Abuses against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Human Rights Watch 2005, pp. 5 and 90. http://www.hrw.org/en/reports/2005/12/06/maid-order (accessed August 10, 2010).
] 

所以，亚洲的新秩序必须要从整体上观察。我们必须要在重构后的民族国家对于社会底层移民持续保有的控制和驱除能力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专业的全球跨国移民的数量，他们灵活的国籍和自我提升的项目以及国家对于利用他们的兴趣。虽然这些亚洲国家必须吸纳和配置较高水平的移民，但它们也一定能驱除较低水平的移民。所以，新亚洲绝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衰弱；相反，它意味着民族国家为了适应全球资本主义而进行的重构和改造。


区域公共资源的挑战

也许对于这个新兴的区域而言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协调并管理相互依赖的当务之急。这种相互依赖来源于公共资源及其在问题领域，气候变化、环境破坏、水资源不足、公共卫生等领域中一系列关联的问题。提供这些亚洲发展银行称之为 “区域公共品”的公共资源显然已是刻不容缓。让我们考虑一个这个没有区域努力就无法管理的规模巨大且迫在眉睫的公共品问题——或者说公共资源的危机。青藏高原是十条主要河流的源头和分水岭。这十条河流为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再加上中国提供了淡水。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已经耗尽了所有这些国家可供使用的水源。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尤其严重，那里正在遭受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降水量比正常年份少了70-90%，而地下水位又因过度打井开采而告枯竭。[footnoteRef:37]最近，有人提议要将包括雅鲁藏布江——即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在内的数条源于西藏的河流改道向北以浇灌华北平原。这项被称为“大南水北调计划”的提议似乎还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支持。毋庸多言，这样的改道对南亚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水资源战争。[footnoteRef:38] [37:  Mark Selden, “China’s Way Forward?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Hegemony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Crisi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Posted on March 24, 2009.]  [38:  Brahma Chellaney, “China-India Clash Over Chinese Claims to Tibetan Water” Posted at Japan Focus on July 3, 2007] 

 
最受人关注的是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的两条河流——怒江或萨尔温江（Salween）（详细讨论见下文）以及澜沧江或湄公河（见下图7.1a和7.1b）。中国在流经其领土的澜沧江/湄公河上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九座大坝，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Lao PDR) 则在其支流上建有16座大坝，还有更多的大坝在兴建或计划阶段，其中更有五座建在湄公河上。[footnoteRef:39]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沙耶武里大坝（Xayaburi dam）。湄公河沿岸居住着六千万人和上百个民族。已经有几位研究者警告说，中国和老挝的飞速的建坝行为有可能导致一场包括粮食短缺、生计破坏和不规则的人流在内巨大的灾难。这一灾难可能导致——或者已经导致了——暴力和内战。[footnoteRef:40] [39:  大约有四十个中国国有和私人企业参与了这一区域的建坝及其它配套发展项目之中。参见：Christelle Maurin and Pichamon Yeophantong, “Going Global Responsibility? China’s Strategies Towards ‘Sustainable’ Overseas Investments,” Pacific Affairs, 86(2) （2013）：281-303，见p.296. ]  [40:  Christopher G Baker “Dams, Power and Security in the Mekong: 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sessment of Hdyro-development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NTS Research Paper no 8, Singapore: RSIS 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Studies for NTS-Asia, 2012.  pp 1-3; 26.  See also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nd Lower Mekong mainstream dams  A joint report of the Australian Mekong Resource Centre,  Pub. University of Sydney and Oxfam Australia,  2009.] 

中国和老挝都将水资源看作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基本的且利润极高的水力发电的来源。从湄公河沿岸的角度看，湄公河的河水又是像食物、水和燃料这样价值难以估量的生活供给的来源。通过消灭鱼种、妨碍洪泛区（floodplains）的自然施肥、淹没农林用地并助长海水对湄公河三角区的倒灌（saline intrusion），水力发电或许还永久性地改变了生态体系的水文系统。据报道，坐落在湄公河上游中国的漫湾大坝的泥沙淤积的速度达预期两倍。一项改变了计划中的大坝发展项目几个关键而又可疑的假设的研究显示，该发展项目高达330亿美元的潜在收益有可能会变成高达2740亿美元的潜在净损失。[footnoteRef:41] [41:  Scott W. D. Pearse-Smith, 'Lower Mekong Bas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ectors: ‘Out with the old, in with the new’,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0, Issue 23, No 1, June 4, 2012. ] 


布拉马普特拉河流经西藏的河段也建上了数座大坝。这一地段与毗邻的萨尔温分水岭（Salween Watershed）一样，属于地震多发区。一旦遇上了地震，这些大坝的建设将可能给下游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政府虽然主张大坝的建设不会严重影响到下游水流，但却没有积极主动地提供必要的数据，也没有允许对这些大坝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更大的区域性努力必须从集中所有的必要数据开始。[footnoteRef:42]  [42:  Geoffrey Gunn and Brian McCartan “Chinese Dams and the Great Mekong Floods of 2008” Japan Focus, March 21, 2009] 


当然，兴建大坝以及其它不可持续发展项目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社会抗议并不限于跨边界地区。尽管以不同的方式，中国和印度在它们的中心区都域见识过针对这些规模巨大的项目的重大抗议。我们已经看到了反对非政府组织和社群所创立的反对讷尔默达大坝的民间组织——“拯救讷尔默达”鼓动团 (NBA，Narmada Bachao Andolan) 是如何联络全球和国家机构并对其施压，使他们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不再修建大规模水坝的。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该团体协调着那些印度的非政府组织和专家以及巴西、西班牙和美国等其它地方遍及全球的反对建坝及环保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最终对于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资助机构施加了相当的压力。作为回应，这些资助机构在1980年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被授权能够审查大型水坝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的机构——纳尔逊∙曼德拉领导下的世界大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f Dams，the WCD)。该委员会已经创建了一系列关于建坝在环保、民生、透明性和赋权社群等方面全球适用的优先原则和程序。这种类型的社会行动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全球关注当然为阻止在印度建设更多大型水坝立下了功劳。[footnoteRef:43]  [43:  Shripad Dharmadhikary, “Implementing 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A Case Study of the Narmada Valley in India”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6.6, 2001; 1591-1630 见 p. 1601, 1608, 1630. 又参见 McCully, Patrick (2001) ‘The Use of a Trilateral Network: An Activist's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6 (6), 1453–1475] 

	虽然中国国内和跨国性非政府组织还不能像在其它地方那样积极地表现自己，但它们塑造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的角色一直以来都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例如针对三峡大坝的跨国环保激进主义的影响所及就不仅包括政府行为，还涉及了像摩根斯坦利这样的投资公司。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还采用环保和人权的论证，回应了地方非政府组织和戴晴这样的中国积极分子。她1994年的著作《长江、长江》给三峡大坝带来了相当多的国际注意力。国际积极分子成功地迫使西方各国政府撤回了对三峡大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策划持股者对华尔街投资者预定于2000年拨给中国政府的第二轮贷款计划的反对。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将这一项目置于国际审查之下，还迫使中国政府陷入守势并寻求代价高昂的国内融资。贝莱特∙李（Bellette Lee）提出过以下有趣的论点: 在环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前者所拥有人权的那种制度化的全球权威的时候，人权的角度为地方环保运动的持续提供了灵感和道德权威。[footnoteRef:44] [44:  Yuen-ching Bellette Lee “Global Capital,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tivism: Conflict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 Forthcoming 201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 


在中国水坝环保史上的下一次重大对峙显示出某些重要区别。2003年，云南政府决定在怒江上游建造十三座大坝。由于中央政府鼓励过剩电力的买卖，因此省级政府不仅将水电站视为是满足本省能源需求的方法，还将其看作是一项收入的来源。怒江（还有雅鲁藏布江）正好是中国当时还没有建成大坝的主要河流之一。在兴建大坝的新闻报道发布之后，中国的东南亚邻国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即以这些项目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以及对这些国家预期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危害为依据，向中国提出了抗议。从2004年至今，不仅针对建坝的民间反抗成为一件主要的公共事件（还有例如截断金沙江的其它大坝），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支持市民积极分子上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footnoteRef:45]  [45:  Ralph Litzinger, “In Search of the Grassroots: Hydroelectric Politics in Northwest Yunnan” in Elizabeth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282-299; see 285-288; see also Andrew Jacobs, “Chinese River’s Fate May Reshape a Region”  New York Times, May 4, 2013.
] 

 
几所来自担心下游受影响的东南亚的非政府组织，像缅甸和泰国的8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萨尔温守望同盟（Salween Watch Coalition）,  会同若干个像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和守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他们的中国同行，像自然之友、绿色志愿者和云南绿色分水岭通力合作，一道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场宣传运动开始提高国内和国际对这项事的认识，而积极分子也成功地将此事诉诸于温家宝总理，一位科班出身的地质学家。他在2004年暂停了这一项目。据一项统计，从2003年到2006年之间关于这件事的报纸文章一共有159篇。当华电和华能获许在怒江上建设四座规模缩小的项目的时候，该运动在2009年再度爆发。温总理再次干预，而这些工程也再次悬置下来。[footnoteRef:46]该计划在温总理即将退休之前的2013年三月又被复活了。虽然新版本只试图兴建原计划13座大坝中的5座，但导致该计划这次复活的政治环境还不清楚。 [46:  Heejin Han, “China’s Policymaking in Transition: A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a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2013  22(3) 313–336   pp 323-324 and passim.
] 


尽管遭遇了挫折，但中国环境运动的新阶段仍然意义重大。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比起三峡大坝的案例，这一阶段关心的民众的呼声和鼓动虽然仍然主要是在官方界限之内，但却要远比以前更开放和广泛。第二，区域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及中国政府遵循环境课题透明性的国际标准的意愿（虽然中国也拒绝了世界大坝委员会的标准）使得国内非政府组织能够比十年前更成功地对政府施压。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环保网络（例如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以及最重要的地方非政府组织都频繁援引被称为“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的联合国颁布的世界遗产的神圣性，并取用了围绕着文化和生物多元性的新的不可侵犯的权威的资源。我们在在结尾处还将回到世俗积极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理解和运用不可侵犯性、遗产、故乡、本土性以及神圣的森林、水和土地等思想这一主题。[footnoteRef:47] [47:  参见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Winner Yu Xiaogang on Hydropower and Community in China” Alex Pasternak’s interview with Yu Xiaogang, posted April 12, 2008.  http://www.treehugger.com/about-treehugger/goldman-environmental-prize-winner-yu-xiaogang-on-hydropower-and-community-in-china.html.  
] 


虽然云南的环保事业在2013年遭遇了一次挫折，但我们还是值得花点时间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的探讨这个地方。云南是一个生物和文化多元性的省份，而它的和文化联系创造了漫长且强大的扩大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云南是“非政府组织的摇篮”，尤其是环保公民社会。我在这里回到云南就是为了特别讨论一下涌现中的不同规模和相互连接的网络是如何经常以跨越边界的方式召集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的资源以重构社会、身份和自然的。
 
西方跨国环保机构在云南的活动是以1980年代末的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尤其是中国所剩无多的大象的——世界野生物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WWF) 进入云南开始的。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到访这一地区为它提供了前导和授权。麦克尔∙哈萨维（Michael Hathaway）在某种语境之下追溯了该基金会介入云南环保后来的历史。他将这种语境称为从此以后横扫这一区域的“环保之风”。 通过使用“风”这个词，哈萨维选择了一个中国大众的表达方式来转达了一种接近于我一直以来称之为遭遇、参与和推进的流转过程的意思。通对对拉图尔式（Latourian）网络思想的阐发，哈萨尔展示了积极分子的网络是如何通过与地方、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政府机构等行动者的合作来让他们的思想流通起来的。他展示了这并非是一种单向流动，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意见也在从泰国延伸到菲律宾，穿过喜马拉雅延伸到南亚的区域网络中得到了清晰表达。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介入也提供了新的机遇让他们来传播和发展自己的想法和计划。[footnoteRef:48] [48:  Michael J Hathaway, Environmental Winds: Making the Global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虽然哈萨维对于像万达娜∙湿婆（Vandana Shiva）这样的人对西方跨国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代全球发言”的批评不无同情，但他所讲述的故事仍然是有启发性的。当世界野生物基金的专家和顾问在1987年刚来到云南之时，他们对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的看法与党国的看法颇为一致：落后的农民和原住民刀耕火种或临时性农业等非科学方法以及其它浪费的做法导致了问题。政府和顾问一道推行了逐渐被全球称是“威慑式保护”（coercive conservation）的那套做法，对射杀漫游大象或者是在靠近缅甸—老挝边境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内开展农业或采集施以重罚。到了2000年哈萨维到保护区附近做研究的时候，该组织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当然，虽然几个保护计划的失败促使了该组织态度的变化，尤其是在外国专家之间，但是农民和少数民族社群也常常发现一些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的机会。不过，不如容置疑的是，全球环保风向的改变也促成了云南环保形势的变化。[footnoteRef:49]  [49:  Ibid, 82-83; 113.] 


对“地方”和“原住民”知识和权益态度的变化似乎是近几十年内在世界好几个地方以根茎状涌现而出的。毋庸置疑，来自南方国家的批评，也通过它与原住民权益话语的汇合促使了这一涌现。云南的科学家和积极分子，像裴盛基、余小刚和其他一些人，正好抓住了这阵新风。因为原住民在中国仍然带有一层负面的含义，所以这些知识分子重构了“神圣的土地和森林”这一话语并扩展了他们的论点，以便在所有农村人民的心中培养环境公平这一思想。

植物学家裴盛基在区域中颇具影响力。早在1985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关于神圣树林的英文论文——《傣族人的文化信仰与实践对中国西双版纳地区植物环境的一些影响》（Some effects of the Dai people’s cultur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upon the plant environment of Xishuangbanna, China） ,收录在《东南亚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生态学》（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一书中）。他还主持着设在加德满都（Katmandu）的“国际山区综合开发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这是一所以喜马拉雅地区为研究中心的智库。它拉近了云南学术群体与围绕着喜马拉雅地区的争论和议题的距离。[footnoteRef:50] 这些科学家积极推动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思想是与生态多样性密不可分的。在1990年于昆明召开的国际民族生物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thnobiology, ISE) 的世界大会期间，52个国家的代表发起了全球生物与文化多样性联盟（Global Coalition of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以促进原住民、科学家和环保人士之间的对话。[footnoteRef:51]      [50:  Ibid, pp. 127-132]  [51:   Darrell Posey and Graham Dutfield, Bey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ward Traditional Resource Right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DRC Books, 1996 pp 2-3.  http://web.idrc.ca/en/ev-9327-201-1-DO_TOPIC.html ; Baird Callicott, Earth’s Insights, p12.] 


因此，当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CEPF) 于2002年宣布中国西南部的山区为全球性生物多样性热点——一个存在大量的受到威胁的生物多样性的区域，云南省内的网络正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来响应这一号召。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是2001年保护国际（Conservational International）以世界银行、麦克阿瑟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法国开发署（L’Agence Française de Development）和日本国政府为合作伙伴提出的倡议。该基金的目的是要通过“集中精力培育那些能够抓住环保机遇的关键机构和个人……并鼓励建立公民社会领域内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盟，以设计并执行项目，” 从而修复200个受到威胁的全球性热点的生物多样性。[footnoteRef:52] [52:  Assessing Five Years of CEPF Investment in the Mountains of Southwest China Biodiversity Hotspot: A Special Report,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August 2008 , pp 5-7, 17. http://www.cepf.net/Documents/final_mswchina_assessment_aug08.pdf  ] 


CEPF在中国西南部投资的五年报告（2008）中声称他们已经拓展了将近150个组织参与环保事业的能力，支持将政府和社区保护区的面积扩大到了194，228公顷，还升级了500，000公顷自然保护区，并创建了一个面积将近1百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暨世界遗产（在长江、湄公河和萨尔温上游）。[footnoteRef:53] 该机构还通过推进和帮助社区环保项目、在各种项目中提供就业与培训以及强化公民社会，特别强调了减少贫困在它保护生物多元性目标中的重大意义。[footnoteRef:54]  [53:  Ibid, p 17. ]  [54:  Ibid, pp 13-14. See also Ralph A. Litzinger, “Contested Sovereignties and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ical Review 2006 29 (1): 66-87.] 


拉夫∙李辛格（Ralph Litzinger）警告过，作为去领土主权形式的跨边界机构（与资本结盟的同时又意识到它的破坏性）并不能在一个国家主权根深蒂固的体系中如鱼得水般地运作。在中国，它们正在造成国家机构的忧虑。这些机构不仅害怕失去对于国内生物资源的控制，还惧怕它们可能将面临新类型的公民主体性。[footnoteRef:55] 事实上，CEPF已经需要在云南大坝建设的政治上谨慎行事。它在报告中称： [55:  Litzinger, “Contested Sovereignties and the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ical Review 2006 29 (1): 66-87.] 


“但是在2003年, 怒江（萨尔温江）或长江支流上所建大坝，以及在被当地民众视为神圣的原生态的高山湖上兴建的其它水电项目，已经涌现成为紧迫的问题（着重为作者所加）。紧随这些项目之后的还有从南向北的大型水资源调动项目。同样重要的，西部省份的矿产开发也成为一个问题。CEPF的资源使得当地组织能够参与到关于这些项目优劣的公共对话当中；分析环境影响评估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和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以及编写和传播那些对这些项目成本与收益提供更广阔的视角的刊物。”[footnoteRef:56] [56:  Assessing Five Years of CEPF, pp 8-9.] 


在巨大的国家力量支持下致力于修建大坝的企业权力面前，余晓刚是为这一区域的社会和环境公平斗争的灵魂人物——他很可能也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环保积极分子。他在泰国的亚洲科技学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接受了教育并在云南社科院工作过。他曾被授予过玛歌赛赛奖（Magsaysay Award）和戈德曼奖（Goldman Award）（这两个奖项分别被认为是亚洲的和环保诺贝尔奖）。在全球环保风潮（他广泛阅读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记录）和该区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产的推动下，余晓刚和他设在昆明的非政府组织——绿色分水岭在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相当成功。他2002年发布的关于漫湾大坝对湄公河流域社会影响的报告似乎对温家宝总理重新考虑该如何对待被迁徙的社群产生了影响。他甚至将一个受影响居民代表团带去参加在2004年北京举行的世界水电大会。这一行动促成了怒江项目的悬置。[footnoteRef:57]  [57:  “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 Winner Yu Xiaogang on Hydropower and Community in China” Alex Pasternak’s interview with Yu Xiaogang, posted April 12, 2008.  http://www.treehugger.com/about-treehugger/goldman-environmental-prize-winner-yu-xiaogang-on-hydropower-and-community-in-china.html.  See also Hathaway, Environmental Winds, According to Hathaway, Yu wa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2004 visit to Beijing. His NGO was shut down. p 140-147.
] 




主权与河流

湄公河委员会（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最初是在联合国发展署羽翼下的建立的一个政府间机构（作为湄公河理事会即Mekong River Committee），其目的是要在1950年代在东南亚促进大型水坝的建设。最近，由于要回应跨边境的社群和民间社会的积极活动，它被称为了相当深刻的反思的对象。澳大利亚湄公河资源中心（Australian Mekong Resource Center）展示了政府间的委员会在很多方面已经许多批判的怒火与抗议的目标。例如在2007年，一封由200个来自湄公河流域及其它国家的民间社会及其他团体等签名的信就对该委员会“超乎寻常的不负责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008年，一场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湄公河主流大坝：跨国界人民的呼声”的国际会议更提出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清晰有力地阐明了该委员会应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

自那以后，这些公民社会群体对湄公河委员会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遵守世界大坝委员会更具包容性也更可持续的优先原则和程序。当然，在湄公河委员会的要求和苦恼背后隐隐而现的是作为所有东南亚内陆各方主要顾虑的中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角色。[footnoteRef:58] [58: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nd Lower Mekong mainstream dams  A joint report of the Australian Mekong Resource Centre,  Pub.University of Sydney and Oxfam Australia,  2009. Pp 9, 49.] 


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
共饮一江水。

一位东盟官员最近这样引用道。他这里是在试图提醒中国领导人这首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在1957年访问缅甸时写下的诗句所承载的美好意愿。自1996年以来，东盟对于一直中国在湄公河次区域所扮演的角色就一直特别活跃。雄心勃勃的澜沧—湄公河流域发展计划的破坏稳定的影响引起了东盟的警觉。它促成了这些流域内国家与中国在东盟—中国对话与合作的框架内的商谈和合作，其中还包括一项中国—东盟环境保护战略（2009-2015）以及旨在促进可持续与包容性水资源管理的另外几个协定和工作小组。[footnoteRef:59] [59:  Apichai Sunchindah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Basin: Reflections on cooperation mechanisms pertaining to a shared watercourse” RSIS 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o, PO13-01, Feb 2013. Pp 6-7.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my own.] 


事实上，东盟在过去二十年间里已经针对整个区域颁布了一大批环保法律和项目。[footnoteRef:60]它对环境的关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1990年代以前重视“自然资源持续供给”的较早阶段，到尤其针对区域内的跨国界挑战而强调的“责任和职守”，以及最近十年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社群” 而对一整套雄心勃勃的环保目标所进行的制度化。[footnoteRef:61]  然而，即使是根据东盟自己的“环境现状”的评估，该区域的环境仍然是极度脆弱的。水电站大坝、土地的攫取、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还有森林大火、地方企业和跨区公司的工业污染都还十分猖獗。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要剥削环境，而政府环保法律的实施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欠发达的成员国家。在试图遏制这种环境剥削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多边协定之外，东盟甚至还发展出了作为国家间合作基础的规则，例如“污染者自负”（Polluter Pays），共同而有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以及谨慎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等等。[footnoteRef:62] [60:  对于东盟环境治理的这些协议和协定以及制度结构的一个全面回顾，请见Overview of ASEAN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http://environment.assen.org/about-us-2/. ]  [61: Lorraine Elliott, “ASEA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thinking networke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4 (2011) 61–6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7042811001935; 61-2.]  [62:  Carl Middleto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merging Norms and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Justice” http://www.icird.org/2012/files/papers/Carl%20Middleton.pdf ] 


但有趣的是，这些政府层次上的机构所推出的不同倡议对社会机构反而比对负责执行的那些机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泰国、柬埔寨、印尼和菲律宾的公民社会团体正在日趋警觉地监督国家和私营部门对这些法律和程序负责。事实上，洛兰∙艾略特（Lorraine Elliot）就表明了东盟一直以来确实是“跨政府网络、知识网络、咨询和协调网络与服从网络(compliance network)所组成的这张大网的发起者”。东盟政策制定者已经对这种制度语境中的网络式安排的优越性提出了明确的战略和政治主张。[footnoteRef:63]  [63:  Elliott “ASEA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 63] 


这些半正式的网络进而被委以与国际和地区公民社会机构合作的重任。这些公民社会机构对于支持东盟项目和推进对话与跨境合作和监督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这些网络的活动也许还对这一区域的中国投资者和建设者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比起主导这一区域发展议程的那些强大的国家和跨国公司，这些社会层面的发展虽然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比较微弱的，但却是它们不容忽视的一股重大的新兴力量。根据皮查蒙•约范童（Pichamon Yeophantong）最近的研究，过去几年来，新生的跨国倡议网络对于这一区域政策的制定，甚至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某些地方，像缅甸和柬埔寨，地方公民社会团体不仅团结起来抗议大坝的修建，在2011年缅甸的密松大坝项目（Myitsone dam project）的案例中，他们甚至还迫使了这个中国项目的终止（见图7.1a）。另外几个因素也对这个项目的终止发挥了作用，其中包括发动过一场局部战争的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对项目的反对，以及昂山素枝对民间运动的支持。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缅甸政府撤销了这一项目。对于柬埔寨白豆蔻森林（Cardamom Forest ）大坝项目（见图7.1b）的抗议则包括利用国际机构在中外媒体上曝光承建商不履行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规定的事实。这种民间积极活动需要可靠信息并将之公诸于众，而根据皮查蒙的研究，占领道德高地事实上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国家与企业回应地方需要的行为。[footnoteRef:64] [64:  Pichamon Yeophantong, “China,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the Mekong regio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Oxford, July 2013; GEG WP  2013/82.  Pp 4-9, 11-13. See also Cristelle Maurin and Pichamon Yeophantong “Going Global Responsibly? China’s Strategies Towards “Sustainable” Overseas Investments” Pacific Affairs: Volume 86, No. 2 June 2013; 281-303] 

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东盟模型的基础是开放和包容的区域主义。正是这种开放和包容的区域主义造就了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坚持。与那种制度化区域主义相反，这是一种据称能更有效地加强区域间互动协作的“网络化的区域主义”。它的制度构架比起时而看起来像是个联盟化的民族国家的欧盟要松散很多。新类型的网络——例如针对环境问题的网络——已经围绕着那些尚未被负责任的制度结构所实施的课题和项目涌现而出。事实上，东盟整合步伐的加紧已经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且生机勃勃公民社会空间，其中包括那些东盟支持的组织和那些执着于“替代性”或“以人民为中心的东盟”的团体。[footnoteRef:65] 不论如何，这一区域的发展不仅供应了一个更广阔的观察和管理公共资源问题的框架，还提供了许多构建联盟以及与各色各样横跨并超越民族国家的信息与组织资源相互连通的机会。 [65:  Alexander C Chandra, (2009). Civil society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regionalism in ASEAN. Winnipe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东盟和亚洲

亚洲的区域整合一直以来都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既增加了亚洲之间联系的范围，又成为了一块将其它亚洲和太平洋强国吸引到它周围的磁铁。这样一来，东盟也兴起成为了一个虽然范围更大但也更松散的区域组合的重要中心，例如东盟加三 (ASEAN+3)，东亚峰会 (East Asian Summit)，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最近由美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 和中国青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footnoteRef:66] 在这一语境中，东亚的目标是要通过在列强间创造一种在其规范性方案或核心原则之内行动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实现长期和平。它将这一方案或核心原则称为TAC或亲善合作协议（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东盟已经通过可望能为双方带来物质利益的商业外交努力网罗了较大的强国，并使其与该区域联系起来。支持着各方交换并创造了相互依赖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以及一张由双边和多边安全与合作协定和论坛织成的复杂的大网，已将主要的强国吸引来与东盟签订亲善合作协定。 [66: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将两个以东盟为中心的贸易协定合为一体并对TPP形成对峙。16个参与国在2013年以在2015年底缔结条约为目标进入谈判。RCEP 和 TPP的谈判都在为APEC成员国打算在2020年左右引入的亚太自贸区做准备。参见Shiraishi Takashi “Evolving a New Order for the Asia-Pacific” Topic of the Times  http://www.nippon.com/en/editor/f00003/   2011.12.09  Accessed Feb 21, 2014. ] 

 
第一批签约国包括中国和印度。它们早在2003年就被整合到区域秩序之中。截至2009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东盟之外的十六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该协议。东盟还该同区域内的七个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一个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虽然东盟有可能已经创造出或保存了一个单独同美国的强大的联盟，但它也实施了一个更微妙的平衡战略，使美国的影响力与其它能够影响该区域命运的强国保持平衡。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伊芙林∙吴(Evelyn Goh) 称之为“多元化依赖战略”的强弱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美国是全球超强，中国位居第二，而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区域强国则位于下一个等级。换而言之，某种地缘政治环境是网络积极活动的必要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国和越南与菲律宾之间围绕着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围绕着钓鱼岛—尖阁列岛的领海争议的发展和加剧，中国的角色变得更复杂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东南亚大陆环境安全的关键因素，而这一关系的明天又很可能会塑造区域相互依赖的未来。[footnoteRef:67] [67: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3 (winter 2007/8) 113-157; p 140 (for quotation).  See also  Julie Gilson:Strategic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Review of Internat Studies, 2007, 33 145-163;   Ellen Frost China’s Commercial Diplomacy in Asia in William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Univ of Pittsburg press, Pittsburg, 2007.  毋庸置疑，关于这一区域的国际关系还有许多要说的，尤其是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pivot towards Asia）以及遏制中国的理念。然而，我还是更想注重于新兴区域形成的长期意义。 ] 


虽然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对未来举足轻重，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一个较大的区域是如何以流转和网络为基础涌现而出的。这些流转和网络在很多方面既在现今这个民族国家体系的内部运作，又跨越了它的界限，并规避了它的限制。在这个多极空间内部不仅有资本、劳力、政府间组织、跨国公民社会网络、地方社群以及共享公共资源在纵横来往，还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延续与创新。亚洲的区域形成与欧洲的区域主义区别显著。这是一个路径不一、进展各异、方式多元的发展过程。进一步说，这一区域本身不仅没有外在的界限或领土疆域，而且也不试图在其内部进行同质化。单独的国家、经济、管理、文化和非政府组织都有超越核心之外的多种联系；当一个远离核心之外的国家与该区域达到了一套充分紧密的互动和依赖的阀值，那么它就可能被引入到区域治理框架之内。可以想象，这甚至可以包括亚洲地图范围之外区域，比如说南非。这至少是近几年的模式。 

虽然民族国家继续施展着其根深蒂固的力量，但就在区域而言内。既没有任何政治与文化的同一性，也没有任何国家还在持久努力地制造政治与文化的同一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区域内缺少一个占压倒性优势并主导整个区域的民族国家，但也是因为单个的民族国家已经很难使一种与其领土概念完全重合的民族主义自圆其说。这部分地是因为国家的退却及其对于跨领土族群——例如海外华人和印度人——日益增强的认同（这种跨领土的族群认同常常是以牺牲边缘和非主体民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同一国的国民为代价的）。
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都已经转型到了一个拥抱异质性和多元文化的地步，即使这些社会文化因素本身都已经被商品化了。正如流行的管理书籍《全球性》的作者所提出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国内市场这个想法本身都已经被利基市场（niche markets）取代了。[footnoteRef:68] 最后，由于民族国家对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互相依赖远更投入和重视，在民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修辞和利益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虽然这一分歧在中国最为明显，但也在印度、泰国以及其它地方也颇为显著。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使得文化的政治同质化或本质化（essentializing）成为一个既不必要又举步维艰的过程。1990年代末期创造“亚洲价值”的努力的缺陷和失败正是一个绝好的案例。  [68:  Harold Sirkin, James Hemerling, and Arindam Bhattacharya,  Globality: Competing with Everyone from Everywhere for Everything Business Plus, New York, 2008] 


从文化上讲，这种多元性表明了本质主义身份形成的退却，即使不同的亚洲人消费着同一种文化商品。因此，亚洲其他地区对韩剧的消费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强烈兴趣，最终并没有带来观众身份的转变，例如将越南或是台湾人的身份变成韩国人。相反，正如蔡明发（Chua Beng-Huat）所指出的，“这种跨国文化消费要求消费者超越他或她根深蒂固的国籍，从而对荧屏上的外国人物产生抽象的认同，而这种外国性反过来又有可能被重新吸收为（东）亚的概念。”[footnoteRef:69] 事实上，我倒不是很肯定这种外国性是否需要被重新吸收。对于亚洲文化产品的接纳仍然可以是一个流转和互动的场所。这一场所承认多重连接和互相依赖，从而间接地质疑纯粹的身份。它可以继续存在，而无需被吸收为另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工程或另一项宏伟的他者化的潜在可能。 [69:  Beng-huat Chua, “Conceptualizing an East Asian popular cul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5, Number 2, 2004, 200-221; p 217.] 


身份是为了强调排他性而生的。大致而言，这乃是身份的本质。历史上，弥合差异的努力在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为先导的同一性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时期通常都是失败者。在一项更早的研究中，我论证了在前民族主义社会中，像帝国或是封建国家这样的政治力量并不试图去控制个人身份的方方面面。这些社会以“软边界”为特征，而社会中个别社群间的差异（比如说，在饮食或是对神的信仰等方面）并不会阻碍它们在其他方面大规模、不自觉的借用。现代民族主义则恰恰试图通过有意识地给予社群的一个界定性特征（比如说语言）特殊地位，使其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从而创造出社群之间的“硬边界”。这种行为常常会发展出非本民族“他者”的不宽容。[footnoteRef:70] [7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5, chapter 2.] 


前殖民地时期亚洲的海洋网络为此框架提供了一个例子。这一长途贸易涉及不同地点各式各样的商人社群。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或使用不同的币种。然而，正如阿布‧卢克霍德（Abu-Lughod）所言，那时的商人也转让货物、制定价格、商定汇率、签订合同、发放贷款、形成伙伴关系、备存记录且遵守合约。贸易被包含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的间隙之间。在那里，来自许多地方的货物和商人在彼此的船上混杂交汇，而不成文的互惠规则保障了都规则的大体遵守。这一体系直到十六世纪葡萄牙战舰打破了所有的游戏规则之后才遭到了决定性的挑战。”[footnoteRef:71] [71:  Janet Lippman Abu Lughod: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 p.11.] 


在好几个方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水平及力量的分割使得当代亚洲区域的互相依赖类似于海洋亚洲的网络。当然，我绝不是在论证我们应当或者可以回到前民族模式的身份认同；我更想考察的是硬边界所示范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民族主义同一性是否可能代表了二十世纪一个漫长的时段。毋庸置疑，就其非一致性而言，当下的区域纽带类似于更早期的亚洲海洋网络。尽管那时亚洲海洋网络流通的实际货物比起今天的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所促成的那种包装成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的文化流动无异于是改造了世界。这种文化流动创造了多尺度且互相连接的文化宇宙，而这些文化宇宙又很少伴随着十九世纪以来那种霸权性的政治控制。当然，文化、知识、技术、货物、服务以及金融的流转也造就了今日的文化身份。这些流转虽然速度快得令人眩晕，但却变得极度地商品化或是消费主义化。尽管如此，在没有国家控制身份的条件下，更古老的亚洲文化流转模式仍然为我们探索新可能提供了一种历史资源。

但如果说历史能让我们从旧的可能性中以古鉴今，那么当下的挑战就远更令人警醒了。区域形成正在发生在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国家重构的过程中，虽然这有利于一个在文化上开放且有能力从文化的碰撞中构造多重联结与新文化的亚洲专业和资本主义社群的崛起，然而民族国家的力量对于这一过程仍然虎视眈眈，尤其是对劳动的跨国流动而言。区域形成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环境可以轻而易取地为参与金融流动、知识经济和企业化的富人以及他们的代表发展出亚洲的概念，同时又限制或是驱赶着穷人并将公产化为私有。全球化既创造了财富，也造成了社会分层及富人和穷人之间更深的鸿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没有一个先验理由相信为什么区域化不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另一类问题当然是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和国有化、环境退化，以及不可持续发展。虽然挑战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已经确定了一些为应对挑战而涌现出的初步行动。尤其是东盟，虽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但它已经勾勒出应付这些挑战的方法和手段。但或许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产生来的大量的市民社会网络。这些市民社会网络起着监督包容性和透明性的作用。同样一个的社会包容的逻辑可以拓展到那些超越了地方和社群的目标，从而涵盖那些前来服务和建设他们社会的那些陌生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心怀向往并且孜孜以求的目标。
现代世界中的区域是由超越国家和领土边界的自然地理、交通和物质网络连接而成的。它们有时还会形成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在二十世纪的区域主义的历史上，每当有人试图形成身份认同，这种尝试常常代表着帝国主义者的努力，其目的在于缔造出一个足以为帝制民族国家所主导的更大的集合体。但如今，网络化的区域形成正在加速进行并在使互联互通的空间更加密致。当然，随着区域被包罗到更大的全球网络之中，有人会担心面目将变得难以识别。但如果区域是建立在那些将它们与许多空间和时间连接在一起的虚拟科技之上，那么曾为区域形成提供手段的自然地理特征，现在所提供的则是区域形成的当务之急。如果在未来，这些区域将会消失，那么我们也将随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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